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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生态适应性循环三维框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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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以城市社会—生态系统为风险评价对象，引入生态适应性循环三维框架，将景观

生态风险评价指标从单一的景观指数层面扩展至“潜力—连通度—恢复力”三维准则，并以深

圳市为研究区，基于有序加权平均（OWA）算法对评价结果进行情景设置。研究结果显示，评价

中干扰指标主要影响风险评价结果属性值域，而风险空间格局则受暴露指标制约；深圳全市景

观生态风险整体呈现“西高东低”的分布格局，城市新建成区风险最高，大鹏半岛风险最低，羊

台山与笔架山公园则是城区内部的相对风险低值区；基于OWA方法设置情景偏好，绘制“忽

视”、“正常”及“重视”三种风险情景下的城市景观生态风险图。本研究基于生态适应性循环理

念集成社会—生态系统时空动态干扰与暴露指标表征城市景观生态风险，并通过OWA方法变

换主观偏好、降低评价不确定性，可以满足不同发展思路下的城市开发布局需求，从而为城市

景观发展空间权衡提供决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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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生态风险评价是指评估当受体暴露于一个或多个压力源时，负面生态影响会产生或
正在产生的可能性及其损失[1-2]。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区域生态风险评价逐渐兴起，
景观的空间异质性与其所产生的不确定性被高度重视[3]，多种风险源与终点的交互作用被
广泛关注，土地利用与景观格局特征成为风险评价重要指标[4]。在景观空间格局层面，对
景观演变的定量化可以表征区域社会—生态系统所受到的综合影响[5]；在景观生态过程层
面，通过景观格局优化可以有效应对干旱[6]、火灾[7]、养分流失[8]、土地盐碱化[9]等具体生
态风险。由此，景观生态风险的概念应运而生，并被定义为人类活动、自然灾害等干扰
源对景观内各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造成不利影响的综合可能性与危害程度[10]。作为生
态风险评价在区域尺度的重要分支，景观生态风险评价依托于景观生态学的生态过程与
空间格局耦合关联视角，更加注重风险的时空异质性和尺度效应，致力于实现多源风险
在空间上的综合表征。

近年来，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导致城市生态风险日益受到关注[11]。城市生态系统涉及
多风险源和风险受体，在风险度量中尤其需要突出城市社会—生态系统的综合性。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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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度上的格局与过程定量表征可以有效描绘城市内各生态、社会要素的复合性与空间异
质性，无疑是对城市空间综合特性的最佳概括途径。因此，为反映城市自然与人文要素
的复合特征，有必要以城市整体作为对象进行景观生态风险评价。目前，学界对城市生
态风险的空间刻画方式主要集中在热岛[12]、内涝[13]等水热气候要素层面，这种对单一风
险要素的刻画往往针对特定的生态过程，不确定性小。然而，在多种生态过程交互作用
的城市空间内，城市生态空间的布局往往是社会—生态系统多要素相互权衡的产物。单
要素风险评价往往难以直接和城市景观规划对接，从而极大的制约了评价结果的实践应
用；而另一方面，目前基于景观综合视角的城市景观生态风险评价理论、方法及案例并
不多见。

与传统生态风险评价相比，景观生态风险评价的最突出特征在于对风险空间异质性
的重点关注与定量表征。近年来，基于景观干扰度与景观脆弱度构建景观生态风险综合
指数的方法被广泛采用，先后在我国干旱区流域[14]、湿润地区流域[15]、东部县域[16]、城市
郊区[17]、沿海开发区[18]、能源富集区[19]等诸多区域取得了应用。通过干扰度与脆弱度的叠
加可以快速进行景观生态风险空间制图，从而有效实现了景观生态风险评价所需的综合
性和空间异质性要求。但是，一方面随着风险评价时空尺度的提升，评价因果关系不明
确、不确定性高等问题始终存在于景观生态风险评价流程[20]，基于景观格局指数的综合
指标并不能完整表征社会—生态系统中各要素具体特征，这大大阻碍了评价结果走向实
际应用。如何刻画景观格局—生态过程—人类活动三者之间的时空动态关系、明确评价
的地理—生态意义，成为景观生态风险评价研究的关键问题。另一方面，由于“评价”
一词本身就带有明显的主观色彩，风险评价结果不可避免的反映了评价者对研究对象的
认知与理解，而非绝对意义上的客观世界。为了尽量降低这种主观赋权与方法筛选所造
成的不确定性，有必要重新审视以往将评价结果视作恒定值的研究思路，进一步探索将
风险评价结果值域化、区间化的有效情景设置手段。

在理论研究层面，社会—生态系统空间恢复力的度量是景观生态学理论探索的前沿
领域[21]。恢复力思想的概念构建依托于Gunderson L.H.和Holling C.S.构建的生态适应性
循环理论 [22]，该理论在潜力与连通度的传统空间描述基础上加入了恢复力这一时间概
念，提出三维理论模式[23]。不难发现，“潜力—连通度—恢复力”的三维视角体现了地理
学时空分析中强调的“静态格局—空间交互—动态趋势”这一系统组合，可以描述特定
时空景观要素的格局与过程交互作用，而这正是与景观生态风险评价相契合的。在方法
应用层面，美国数学家 Yager R.R.提出了有序加权平均 （Ordered Weighted Averaging,
OWA）的方法[24]，其核心思想是建立有序加权平均算子，在AHP准则权重的基础上再叠
加位序权重，通过排序权重的变换模拟不同的评价者偏好。这种偏好情景的设立可以显
著减少决策者主观认知对评价结果的影响，侧面反映区域政策调整导致的评价结果变
化，进而作为情景分析的有效支撑手段。

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景观格局的快速演变引致城市生态系统结构、过程和功能发
生显著变化，高温热浪、暴雨内涝、空气污染、生物多样性减少等胁迫对人类健康和生
态系统的稳定造成显著影响。自1980年批准设置经济特区以来，深圳市已成为我国城市
化最为显著的地区，2001年至今，深圳市经济总量长期保持在中国大陆第四位。在这一
发展历程中，深圳市生态用地快速转变为硬质城市建设用地，景观破碎化现象明显，生
态环境呈明显恶化趋势，城市生态风险显著上升。针对这一问题，深圳市政府于2005年
颁布了《深圳市基本生态控制线管理规定》，严格限制基本生态控制线内的建设活动，以
期对城市景观格局进行优化。随着深圳市景观开发与保护问题受到日益重视，近年来有
关学者基于城市景观时空分析视角在深圳市河网景观变化的生态效应[25]、垂直景观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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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局[26]、不透水面时空分异[27]、绿色景观时空演化[28]等角度进行了深入分析，为深圳城市
未来景观布局提供了重要的定量参考。总体来看，一方面，随着深圳城市化进程中景观
格局的快速演变，城市开发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突出，开展深圳城市景观生态风险评
价具有较强的区域代表性；另一方面，深圳城市景观时空格局演变分析及相应的生态规
划探索开展较早，在国内具有一定引领性，因而进行深圳市景观生态风险评价可以为后
续的相关城市布局规划提供有力的决策支撑。基于此，本研究拟借助 GIS 空间分析手
段，将生态适应性循环三维框架应用于城市景观生态风险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中，并以深
圳市作为研究案例区对城市景观生态风险进行OWA多情景制图，以期满足不同城市发展
思路下的城市景观开发布局需求。

2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

2.1 研究区概况
深圳市地处广东省南部，珠江口东岸，东临大亚湾和大鹏湾，西濒珠江口和伶仃洋，

南边深圳河与香港相联，北部与东莞、惠州两城市接壤。全市地处东经113°46′~114°37′，
北纬22°27′~22°52′，目前下辖6个行政区和4个新区、1个经济区，57个街道（图1）。深
圳市坐落于北回归线以南，属亚热带海洋性气候，年平均气温22.4 ℃，年降雨量1933.3
mm，平均年日照时数2120.5 h，有大小河流160余条，水库24座，但人均水资源拥有量
仅 500 m3。2013年，深圳市年末常住人口已经达到 1062.89万人。2014年，国务院发布
《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深圳市位列全国6座“超大城市”之中。
2.2 数据来源

本研究景观生态风险评价涉及数据源包括坡度、降水、土地利用类型、地表辐射亮
温、增强型植被指数 （EVI）、夜间灯光指数等。其中，坡度数据生成自地理数据云
ASTER GDEM数据集DEM栅格；月降水数据源自中国气象科学数据服务共享网地面气
候资料月值数据集，取近 30年月平均值；土地利用类型解译自美国地质调查局发布的
2013 年 Landsat-8 卫星影像（http://landsat.usgs.gov/） ，对照 Google Earth 分为林地、耕

图1 研究区地理位置示意
Fig. 1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the stud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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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园地、草地、水域、滩涂、城乡建设用地、推平未建地8类，并进行地表辐射亮温
提取；EVI 提取自美国地质调查局共享的 MOD13Q1 数据集 （https://lpdaac.usgs.gov/
products/modis_products_table） ，时间范围为 2000-2013 年；夜间灯光指数提取自 2000-
2012年DMSP/OLS稳定夜间灯光数据集（http://ngdc.noaa.gov/dmsp/）。所有图层经裁切
后统一转为WGS84地理坐标系。

3 研究方法

3.1 城市景观生态风险三维评估框架
生态适应性循环理论是对传统生态系统演替理论的改进。传统的生态系统演替可分

解为开发和保护两个状态，Holling C.S.在此基础上补充了更新和释放两个时间过程，将
开发与保护的二维视角扩充至三维动态上，构成适应性循环，并用于阐释社会—生态系
统[22]。通过快速释放和缓慢更新两个过程，将开发与保护两个状态衔接为动态循环。这
一循环是由“潜力—连通度—恢复力”三重属性的交互作用所驱动的，其中潜力是指系
统本身的特质，连通度反映系统组分间的交互作用，恢复力则是系统受干扰后恢复稳态
的能力[23]。基于此，以地理学时空视角看待这种三维属性，潜力、连通度与恢复力分别
对应了空间数据图层中的静态像元属性值、空间分析中的邻域关联特征，以及时间变化
过程中的趋势判定。因此，可以基于时空分析视角将此“三维属性”描述为“静态像元
维”、“空间邻域维”和“时间趋势维”三个尺度，并应用于城市社会—生态系统的景观
生态风险表征。具体而言，潜力指评价对象的自身属性，在定量过程中可以理解为对象
的属性值。目前将栅格图像的像元属性相叠置是地域空间评价的常见手段，在区域生态
风险评价中，将高程坡度、土地类型、气温降水、水文地质等要素按像元赋值的方式进
行相加，可以直观体现风险评价结果的空间异质性。鉴于空间图层的可获得性，在景观
生态风险评价实践中往往选用静态的或者时间不连续的指标因子[29]，从而叠置得出的风
险等级也一般是特定时间节点上针对逐个像元的空间图层。评价结果中风险越高则系统
越不稳定，系统本身的潜力越低。连通度是形容景观结构与功能的重要指数，用以表征
两个斑块间的连接程度[30]。在具体基于网络分析的测算中，常设定距离阈值作为搜索半
径，从而计算搜索半径之内的连通概率[31]。对于同类景观而言，一定范围内的景观空间
异质性越强，意味着同类景观连通的可能性会有所降低。不同的连通等级意味着景观不
同的暴露强度，而周围邻域的景观属性又会对中心地域造成干扰，这是景观生态风险评
价中应当着力体现的。因此，可以通过距离阈值下的邻域分析探究一定范围内的系统空
间连通特征。恢复力关注生态系统动态变化机制，强调以发展的视角看待生态系统的组
织与更新[32]。根据多时相遥感数据不难判别特定景观的空间动态特征，但采用空间格局
的表述方式来定量时间变化趋势并以此实现时空数据的融合，在景观生态风险分析中并
不常用。使用静态的景观生态风险评价结果表征一个长期的组织和更新作用应是存疑
的，因而有必要从可持续科学的视角定量化恢复力[33]，反映系统的动态持续性。所以，
恢复力指标可以作为景观生态风险评价从单纯描述空间分异到综合反映时空变化过程的
关键转化因子。

基于社会—生态系统视角，开发—保护—释放—更新对应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发
展阶段。初始的城市开发往往会产生大量的生态风险，为了避免城市系统崩溃有必要通
过城市景观格局优化让风险缓慢释放：例如产业布局调整、容积率降低等，从而实现保
护的目标；而受保护的景观格局在进行开发之前，有必要对其生态系统结构进行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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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不同生态系统间的组织方式，例如栽植滞尘、消音效果好的树种，从而尽量规避后
续开发过程所产生的风险。同时，“潜力—连通度—恢复力”三重属性是每个阶段的城市
生态适应性在当前评价时点的具体表征，并且这三个维度间存在着显著的交互机制。不
同潜力的景观斑块会对周边比其潜力低或高的斑块分别产生保护或者胁迫作用，而作用
力的大小直接与斑块间的连通程度有关，体现了空间维上景观自身暴露和邻域干扰的协
同作用。同时，静态的景观特征和景观连通性直接影响了景观的演变趋势，构成时间维
上的暴露和干扰。这种内外结合、时空有序的风险作用关系会导致生态系统本身形成正
反馈或负反馈调节作用，在三维空间上构成一个干扰与胁迫共存、压力与弹性交互的闭
合系统，并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出现演替（图2）。

在景观生态风险评价中，为了通过景观规划达成对综合风险的适应，显然需要景观
潜力、连通度和恢复力三个不同时空层面的协同支持。具体而言，衡量景观单元自身风
险的潜力对应于景观自身的属性特征和景观单元内发生的生态过程，如土地类型特征、
水热过程等；衡量景观单元邻域交互风险的连通度对应着景观整体空间结构和这种结构
下景观单元间的功能影响，如景观破碎程度、风险源距离等；衡量景观单元风险抵御能
力的恢复力对应着景观单元干扰的持续性以及从干扰中恢复的水平，如土地开发的持续
性、生态修复的趋向等。同时，在每个风险准则中，有必要区分景观在空间上本身所具
有的属性和外界环境对景观的影响，即风险评价中最基本的暴露强度和干扰过程。景观
生态风险中的暴露对应着地形、土地利用、生物量、景观结构等系统属性要素；而干扰
对应着升温、降水、土地开发、经济发展等系统过程要素。
3.2 城市景观生态风险评价指标体系

基于上述数据基础，通过适应性循环三维框架和生态风险的干扰、暴露两个层面，
将景观生态风险所涉数据源分解为12个指标，并基于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表1）。
研究所选取的栅格图层多基于模型处理的二次指标，分别反映社会—生态系统内部不同
风险源、风险受体的自然或社会特征内涵，可以表征具体的社会或生态过程，以及地域
空间之间的功能联系，而不仅限于基于景观指数的抽象描述。其中，城市景观空间本身

图2 基于生态适应性循环的城市景观生态风险三维评价模型
Fig. 2 Urban landscape 3D EcoRA based on adaptive cycle mod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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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会受到滑坡等地质灾害、土地利用变化导致地表硬化、绿色植被生物量减少、水土
流失、城市热岛效应、人类聚集过密等潜在风险的影响；在空间邻域上，景观之间的物
质流动会影响风险作用机制，如景观多样性不足、距离建设用地太近、不同类型景观邻
接、景观连通程度低等均会加强景观生态风险；在时间趋势上，植被恢复的程度和人类
活动强度实际动态体现了未来风险预期。各评价指标的具体计算方式如下：

（1）坡度作为指标体系中唯一的地形要素，用以指示滑坡等地质灾害发生的可能
性。基于研究区坡度分布特征，设定2°以下为无风险，25°以上为最大风险，对2~25°区
间进行归一化处理；坡度越高，地质灾害发生风险越大。

（2）土地利用类型作为最常见的景观格局表达方式之一，可以从空间层面表征城市
开发等人类活动过程。参照以往景观生态风险评价中的景观脆弱度赋值方式，赋城乡建
设用地风险为1，推平未建地为0.9，耕地为0.5，园地为0.4，草地为0.2，滩涂与水域均
为0.1，林地为0。

（3）植被盖度用以指示绿色植被的空间分布，与单纯强调绿地面积不同，植被盖度
更能反映植物的功能属性和生态系统的健康程度。由于在高植被覆盖区NDVI接近于1趋
近饱和，使植被的真实变化往往难以被识别，因而近年来在NDVI计算基础上改进的EVI
算法在生态模型构建中取得了更为广泛的应用[34]。以最大值合成法计算2013年EVI最大
值，根据栅格数据分布规律，以EVI > 0.7作为无风险，EVI < 0.1作为最大风险，进行
归一化。

（4）降雨侵蚀力用于表征地表水土流失的风险，坡度和植被均与水土流失有关，但
水土流失的风险源仍是降水过程。将站点数据按薄板样条函数插值方法以经纬度作为自
变量、高程作为协变量在ANUSPLIN软件中插值[35]，得到月均降水量趋势面，而后按照
通用水土流失方程（RUSLE）中常用的Wischmeier经验公式计算年降雨侵蚀力[36]。

（5）辐射亮温用以表征城市热岛与高温风险。基于Landsat 8卫星TIRS传感器所生
成的第11与第12波段，根据Landsat 8操作手册进行参数辐射定标，生成地表辐射亮温。

（6）夜间灯光强度用于体现城市社会经济发展与高强度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产生的
间接干扰。选取当前可获得的最近时点稳定夜间灯光数据，为F182012，按灯光栅格像
元值（DN）进行归一化，DN值越高则人类活动风险越大。

（7） Shannon多样性指数是估算景观类型丰富程度的常用参数，景观类型越丰富，
景观因特定干扰而崩溃的概率相对越低，风险越小。采用移动窗口法以1 km为窗口移动

表1 基于“潜力—连通度—恢复力”的城市景观生态风险评价指标体系
Tab. 1 Index selection and weight definition based on“potential-connectedness-resilience”

准则(权重)

潜力(0.413)

连通度(0.327)

恢复力(0.260)

风险

暴露

干扰

暴露

干扰

暴露

干扰

指标(权重)

坡度(0.209)

土地利用类型(0.112)

植被盖度(0.223)

降雨侵蚀力(0.056)

辐射亮温(0.132)

夜间灯光强度(0.268)

Shannon多样性(0.110)

景观连通重要性(0.322)

建设用地距离(0.212)

景观生态邻接系数(0.356)

植被盖度变化趋势(0.667)

夜间灯光强度变化趋势(0.333)

内涵

滑坡等地质灾害

人类活动方式

绿色植被空间分布

潜在水土流失威胁

地表热环境影响

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景观类型空间变异性

生态用地连通程度

城市开发对周边的干扰

景观类型间的增益效果

绿色植被空间恢复程度

社会经济发展程度

归一化

正向

正向

反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反向

反向

反向

正向

反向

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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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径在Fragstats 4.1中完成运算[37]。
（8）景观连通重要性用以描述景观斑块的稳定性即抵御风险的能力。Pascual-Hortal

L.和 Saura S.提出的二元连通性模型——景观整体连通性指数 （Integral index of
connectivity, IIC）是近年来较有影响力的景观连通度表征方式[38]。重要性是指撤出某个
斑块后 IIC的改变幅度，IIC改变越大说明该斑块对整个景观越重要。也就是说，IIC所表
述的是景观全局连通属性，而重要性表征的是每个斑块的连通属性。所得到重要斑块的
面积较大并且与周边同质斑块距离较近，其一般比较稳定，风险相对小。计算在
ConeforSensinode 2.2中进行，其中建设用地直接风险赋值为 1，其他地类按景观类型依
次代入软件中，并将结果归一化[39]。

（9）建设用地距离用于描述城市开发对周边生态系统的干扰，这种干扰会随距离增
大而逐渐衰减。基于ArcGIS 10.2平台，运行距离分析模块，生成以建设用地外围边界为
起点的距离制图。归一化后，建设用地本身风险为最大，向周边不断衰减，直至为0。

（10）景观生态邻接系数主要描述空间邻接景观类型的相互作用。这里有必要认识到
邻域干扰源和被干扰的对象二者本身的属性差异会对风险定量造成影响，如林地邻接耕
地和林地邻接建设用地即体现了完全不同的保护或胁迫过程[40]。本研究基于邻域计算方
法[41]，从风险源与受体的角度建立邻接矩阵，表征连通性视角下特定景观类型对周边不
同类型景观的干扰能力差异（表2）。邻接系数栅格图生成采用8邻域的赋值方式，取邻
接像元中的风险最大值作为该像元的景观生态邻接系数。举例说明，当风险源为耕地时，
如果风险受体为耕地，则由
于耕地的集中连片对应了更
稳定的生态系统，则风险仅
为 0.1；若风险源为耕地而风
险受体为林地，则林地中的
自然群落很可能受到耕地中
的人类干扰，因而风险提升
为 0.4。具体条件语句的编写
在Matlab 2012a平台中实现。

（11）植被盖度变化趋势可以被视为生态系统自身在风险暴露环境中的演替过程，是
抗干扰能力的体现。采用2000-2013逐年最大EVI值做趋势分析，如发现城市景观中植被
显著增加，则可认为预期的暴露明显降低，因而将风险直接赋为 0；反之，若植被显著
减少，则风险直接赋为 1；若植被增加，则在[0, 0.5]区间内按趋势绝对值反向归一化；
若植被减少，则在[0.5, 1]区间内按趋势绝对值正向归一化。

（12）夜间灯光强度变化趋势可被视为人类社会对生态系统所施加干扰的更新过程，
关注干扰强度是否有增大的可能性。采用2000-2012逐年稳定夜间灯光数据做趋势分析，
如城市景观中灯光显著增加，则预期的干扰明显上升，风险直接赋 1；若灯光显著减
少，则风险直接赋 0；若灯光增加，则在[0.5, 1]区间内按趋势绝对值正向归一化；若灯
光减少，则在[0, 0.5]区间内按趋势绝对值反向归一化。植被盖度和夜间灯光强度的时序
趋势分析具体通过Theil-Sen Median 趋势分析和Mann-Kendall 检验方法进行判断[42-43]。
3.3 基于OWA方法的城市景观生态风险情景设置

OWA算法的核心在于对指标按照属性重新排序，对不同的排序位次赋予不同的位序
权重。OWA算法评价的核心流程可表述为：① 将 n个指标图层乘以AHP法所得到的准
则权重，记录所得到结果的每个像元属性值（Value）；② 按照像元属性值从大到小的顺

表2 景观生态风险邻接矩阵
Tab. 2 Affinity matrix of landscape eco-risks

风险受体

林地/草地

耕地/园地

水域/滩涂

待开发土地

建设用地

风险源

林地/草地

0

0

0

0

0

耕地/园地

0.4

0.1

0.5

0

0

水域/滩涂

0.1

0.2

0

0

0.4

待开发土地

0.6

0.6

0.6

0.7

0.8

建设用地

0.9

0.8

0.9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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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对n个图层进行重新排序，其中第一个图层中每个像元是所有图层中处于该位置的最
大Value值像元，第二个图层选择次大Value值像元，以此类推生成n个新的图层；③ 将
这些新图层乘以预设的n个位序权重，相叠加得到评价结果图层；④ 反复进行上一步操
作，得到多情景结果。由此可知，传统的图层叠加法实际上是OWA算法中默认位序权重
相等的特殊情况。

目前，关于位序权重的确定有 10余种算法，其中单调规则递增（Regular increasing
monotone, RIM）的定量方式出现较早且易于理解[44]。按照Yager的定义，位序权重可表
述为[44-46]：

wj = QRIM
æ
è
ç

ö
ø
÷

j
n

-QRIM
æ
è
ç

ö
ø
÷

j - 1
n

, j = 1,2,...,n

式中：j为位序；wj为位序权重；n为指标数量。
为描述Q函数，Yager引入幂指数a，用以区分不同的权重设置情景[44-46]。在a < 1的

情景下，大Value值像元会被赋予较大的次序权重；在a > 1的情景下，小Value值像元会
被赋予较大的次序权重。为了让这种情景设定方式便于理解和应用，Yager将a的取值称
作评价者主观偏好，并将其表述为“乐观”和“悲观”两种趋向。也就是说“乐观”情
景在数学运算上对应着大Value值像元的识别，“悲观”情景在数学运算上对应着小Value
值像元权重的提升。这种“偏好”的表述方式将数理意义明确的情景设定规则转化为规
划管理决策人员易于理解的形象描述。

在本研究中，“乐观”偏好中情景设置生态风险对城市景观的胁迫作用是有限的，不
会显著影响城市发展，未来充满希望；而“悲观”偏好中情景设置生态风险直接胁迫阻
碍了城市的进一步发展，未来堪忧。基于上述公式可列表计算在本研究中n = 12时位序
权重的取值[47]。在 a = 1的情况下位序权重相等，计算转化为普通的准则权重叠加。若
a < 1，则最重要的风险指标属性位序权重越大，较低的风险被忽视；若a > 1，则越不重
要的风险指标属性位序权重越大，较低的风险也被重视。

4 结果分析

4.1 风险空间分异
对各栅格图层按上述指标处理方式分别进行运算（图3）。可以发现，各风险图层大

多呈现西高东低的分布格局，最东端的大鹏半岛风险最低，城区内风险低值区域集中在
羊台山、梧桐山等公园。在风险值域方面，坡度、降雨侵蚀力、Shannon多样性、夜间
灯光强度变化趋势4个指标呈现城区风险小于郊区，而其余指标均呈现郊区风险小于城
区的现象。在风险空间分布方面，降雨侵蚀力、灯光强度、建设用地距离等指标体现出
较明显的局部均质性，而植被盖度、地表辐射亮温、Shannon多样性等指标则有明显的
空间异质性。这种多元化的规律表征无疑体现了城市景观生态风险评价的综合特性。

同时，对比各风险评价要素，城市扩展边缘的两个恢复力指标应引起关注。一方
面，对夜间灯光强度而言，实际上 2000年以来，城区灯光强度已经达到饱和（图 3f），
其风险胁迫已成为既成事实。因此，2000-2012年夜间灯光强度增长主要出现在城市边缘
（图3k），该趋势预示大鹏半岛等地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受到的风险胁迫可能会上升。随着
大鹏半岛开发政策不断出台，大鹏半岛可能难以避免的受到更多景观生态风险胁迫，这
一趋向应在城市开发空间布局时予以重点考虑。另一方面，就植被盖度变化而言，植被
减少趋势主要出现在城市边缘新开发的建设用地或推平未建土地（图3）；随着水热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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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波动，排除城市边缘新开发的建设用地后，保持土地覆被类型稳定的像元多呈现植被
盖度增加的趋势。在高强度的城市化背景下，这一现象可以侧面说明研究区生态系统是
具有一定恢复能力的，同时也证明了未来风险控制的可能性。灯光与植被的两种不同变
化趋势共同反馈调节于深圳市社会—生态系统，进一步体现了深圳城市开发是一个系统
性问题，需要进行发展与保护的空间权衡。

基于准则权重对指标要素进行叠加（图 4）可以发现，不同评价准则层评价结果的
空间分异特征并不一致。其中，潜力层（图4a）的分布格局与最终风险格局（图4f）最
为相似，均呈现风险西高东低的渐变格局，但风险高值像元相对较少；连通度图层（图
4b）在建设用地区域出现较多像元评价结果接近于 1，而大鹏半岛部分生态用地连通度
系数接近于 0，评价结果西高东低的两极化现象明显；位于城市西南部的南山区作为城
市化区域评价结果反而最低（图4c），暗示着在城市化进程下该区域的生态系统处于恢复
状态，对风险控制有积极影响；图4d中干扰的风险系数空间分异程度明显大于图4e中暴
露的风险系数分异，表明外界干扰是影响风险评价结果属性值域分异的主导因素；同

图3 深圳市景观生态风险评价指标空间分布格局
Fig. 3 Spatial pattern of the urban landscape eco-risk indices in Shenzhen City

图4 深圳市景观生态风险空间分异
Fig. 4 Spatial pattern of the urban landscape eco-risk assessments in Shenzhen City

1060



7期 刘焱序 等：基于生态适应性循环三维框架的城市景观生态风险评价

时，干扰图层的空间连续性优于暴露图层，说明自身暴露是影响风险评价结果空间分异
的重要影响因素。这种准则间的不一致性，既说明了并不存在某一项指标或准则能够直
接表征风险，也预示了采用适应性循环三维框架进行多要素叠加的必要性，以及城市景
观生态风险评价的复杂性。
4.2 风险情景分析

按照从最乐观到最悲观的情景设置情况，对指标进行 OWA 评价，分别以 0~0.2、
0.2~0.4、0.4~0.6、0.6~0.8、0.8~1作为低风险、较低风险、中等风险、较高风险、高风险
的阈值区间（图5）。对比不同偏好下的城市景观生态风险评价结果，可以发现，当评价
者处于乐观或最乐观情景下时，城市全境几乎均处于低风险区，评价已失去风险预警的
现实意义；当评价者处于较乐观状态时，大部分建设用地与待开发土地景观被识别为中
等风险，市区内仅有羊台山与笔架山公园部分地区仍为低风险区；当评价者较悲观时，
建设用地与待开发土地景观多被识别为高风险，仅有大鹏半岛尚存部分较低风险景观；
当评价者悲观或最悲观时，除大鹏半岛外全市多处于高风险区，景观生态风险胁迫极大。

事实上，规划或决策的制定往往是权衡后的结果，并不处于极端情况，因而在情景
分析中，最终设置评价者偏好a在[0.8, 1.2]区间内波动（图6）。当a = 1时，计算结果表
征遵循本研究指标赋权方式所得到的现状社会—生态系统景观生态风险，对应“正常风
险情景”；当a = 0.8时，说明评价中某些风险指标值较小的像元可以不予考虑，对风险
的严重性考虑有所不足，表征“忽视风险情景”；当a = 1.2时，意味着更加重视评价中
某些风险指标值较小的像元，对风险严重性的考虑略显过度，即“重视风险情景”。

在三个情景中（图6），景观生态风险的分布空间趋势是相似的，即大鹏半岛是深圳
市景观生态风险最低的地域，羊台山与笔架山公园是城区内部的相对风险低值区。然
而，各情景中具体的风险系数值差异明显。一般而言，有关地域空间布局规划必须在

“开发”和“保护”两个方向做出权衡，那么在不同的城市发展时间节点下，基于风险系
数进行权衡的最终结果可能是不同的。例如，如果以风险系数0.5作为生态安全格局划分
的临界值，那么在忽视风险情景下，研究区56.24%的像元处于生态安全的范畴；而在重
视风险的情景下，这一比例降低到 40.01%。也就是说，随着评价者偏好出现一定变化，
有相当一部分景观是否处于生态安全状态是难以被准确界定的。识别出这些风险分级不
确定的像元正是情景分析所要达成的目标，明确这些像元的“开发”或“保护”定位是
决定城市建设未来走向的关键支撑。因此，考虑到评价偏好设置的初衷即是为了消除不

图5 不同偏好下的深圳市景观生态风险评价结果
Fig. 5 Urban landscape eco-risk assessments for different preferences in Shenzhen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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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性，在具体实践中，不宜对上述情景进行方案优选，而需将此三个情景作为评价结
果阈值的浮动区间，根据不同阶段下城市发展的总体目标进行调整。

5 讨论

5.1 分类型风险评价结果对比
为了与传统分类别风险评价结果进行对比，本研究增添了1994年Landsat5 TM影像

与Suomi-NPP/VIIRS夜间灯光影像，选取了较易实现空间化的 7种风险类型进行区域生
态风险评价。其中，水土流失风险根据通用水土流失方程求得；植被退化风险由2013年
与 1994年两期影像植被绿度相减得出；景观升温风险由 2013年与 1994年两期影像的地
表热度相减得出，这里的地表热度是指仿照植被绿度归一化NDVI的计算方式对温度进
行归一化，防止不同日期温度值不可比；地表硬化风险由2013年与1994年两期影像的不
透水系数相减得出；生境受损风险基于 InVEST模型，以道路、城市和陡坡作为干扰源进
行评价；暴雨内涝风险在流域分割DEM的基础上，基于等体积法确定不同高度所对应的
积水量，并进行分级；人群聚集风险直接由灯光强度确定，人群密集且活动强度大对应
了相对较高的生态压力；最终将风险叠加进行平均化，得出区域综合生态风险（图7）。

对比区域平均生态风险的空间分布和前文城市景观生态风险评价结果，可以发现二
者的空间格局有较大一致性，即建成区风险较高而山体风险相对低。诚然，不同关注视
角、不同数据来源、不同处理方法势必会得出有差异的评价结果。尤其是对于综合性评
价而言，很难有“绝对最优”的普适方法。

然而，城市社会生态系统所面临的干扰和潜在生态损失应当是内在的、客观的。因
此，即使评价思路不同，综合评价所反映的整体空间差异应当是相近的，本研究基于两
种风险评价方法的结果比对很好的诠释了这一点。但是，在结果的细部表征中，分风险
类型的评价更关注内部具体生态过程及其后果，而景观生态风险评价则倾向于表征景观
自身时空交互作用中的干扰和暴露。这种评价视角的不同使景观生态风险评价结果更能
体现景观的空间邻域关系。因此，分类型区域生态风险评价与景观生态风险评价结果在
空间分布上总体一致、细部不同，两种结果可以同时使用，互为验证。

图6 三种情景下的深圳市景观生态风险系数
Fig. 6 Coefficient of landscape eco-risk for the 3 scenarios in Shenzhen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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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方法内涵与结果指引
相比传统的景观生态风险评价，本研究指标体系存在着部分改进：其一是有效避免

了大量景观指数运算，侧重于对特定景观干扰或暴露过程的表征，突出了指标的地理—
生态意义；其二更多指标源于遥感直接观测结果或基于模型化的计算手段所得，增强了
指标所反映景观生态功能的客观性和准确性；其三是趋势分析的引入实际体现了“时间
换空间”的地理学传统研究思路，丰富了景观生态风险的评价体系[48-50]，体现了生态持续
性的动态理念[51]。而随着从国家到地方的各种地理空间数据库构建与更新，相信数据源
时空精度限制所导致的误差能在未来得到有效解决。

本研究风险评价情景分析中OWA方法位序权重的引入并不是为了纠正AHP等方法
确立的准则权重，而主要是为了在研究者主观认知不确定性的基础上通过权值调整表征
决策偏好。因此，本研究的OWA方法评价结果并不存在最优情景，而是承认评价偏好会
随着地方政府政策调整或研究人员主观认知差异而不断波动，“乐观”与“悲观”很可能
交替出现。从而，本研究情景权衡的重点是识别出风险不确定区间，通过每一项具体的
规划目标对这些地域空间进行重点论证，从而有针对性的权衡景观开发与保护的关系。

景观生态风险评价结果中的高风险区域往往是人类活动较为密集的地区，其景观自
身的风险暴露程度和外界间接的人为干扰程度都相对较大。在城市化进程中，土地开发
导致的负面生态影响与生态损失往往是不可避免的，在景观尺度识别高风险区域的目的
并不是要全部将高风险区域进行景观重构，而是判断高风险区域的空间结构是否是可接
受的，从而制定不同的城市开发空间管控策略。具体而言，一部分生态风险相对低值区
域有必要作为生态安全控制区，在控制区范围内对干扰与暴露胁迫较高的地域空间进行
景观重构；另一部分生态风险较高的地域，有必要以景观的集约利用为导向进行有序开
发，同时对未来暴露胁迫高值区域的生态控制范围予以更新，以保障建设开发的集中布
局。而此时，开发与保护具体阈值的选择依赖于决策者的当前认知及决策偏好。

6 结语

本研究将城市社会—生态系统作为景观生态风险的评价对象，纳入生态适应性循环

图7 深圳市生态风险分类型评价结果
Fig. 7 Spatial patterns of various regional eco-risks in Shenzhen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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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中的“潜力—连通度—恢复力”三维准则框架，有效地将景观生态风险评价视角从
景观指数层面扩展至时空一体化的地域空间范畴，通过相对完善的指标体系直观表达不
同时空维度的多种社会与生态功能，完成了景观生态风险评价指标与方法的改进；并基
于OWA算法情景设置，进行不同评价者或决策者偏好下的城市景观生态风险空间制图；
研究结果有助于深圳大鹏半岛开发、生态控制线划定等相关城市规划中景观开发与保护
问题的定量指引与空间管控。

基于指标计算叠加结果，深圳城市景观生态风险整体呈现“西高东低”的分布格
局。其中，潜力风险分布格局与最终风险评价结果最为相似，但风险高值像元相对较
少；连通度风险空间分布两极化现象明显，恢复力风险高值区域多出现在城市边缘；干
扰指标主要影响风险评价结果属性值域，暴露指标主要影响风险评价结果空间格局。准
则间的不一致性表明不存在某一项指标或准则能直接表征风险评价最终结果。在基于
OWA方法的情景分析中，最终设置评价者偏好在[0.8, 1.2]区间内波动，得出“忽视风险
情景”、“正常风险情景”、“重视风险情景”三类城市景观生态风险图，从而明确城市开
发和保护的空间权衡，降低风险评价过程中的不确定性。

景观生态风险评价与针对单一风险类别的评价相比，更适用于表述评价对象的空间
综合特性。在对城市景观生态风险评价的研究中，有必要认识到评价的终点应当落脚于
城市景观设计与布局优化。因此，如何权衡主观感知与客观现实、理论构建与方法支
持、定性目标与定量模型、简化操作与精度控制等诸多矛盾，从而满足城市景观规划的
现实需求，仍是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重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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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landscape e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 based on
the 3D framework of adaptive cycle

LIU Yanxu, WANG Yanglin, PENG Jian, ZHANG Tian, WEI Hai
(Laboratory for Earth Surface Processes, Ministry of Education, 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As the city social-ecological system was regarded as the risk assessment target, a 3D
framework of ecological adaptive cycle was built, which extended the landscape e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 indicators to the potential- connectedness- resilience 3D criteria from the former
landscape index level. Emphasis was placed on the principle of static spatial pattern with
interactive dynamic trend from a geographical spatial analysis view. It was believed that the 3D
framework could describe the pattern- process interaction with specific landscape elements
much more clearly. Taking Shenzhen city as a study area, this study adopted the 3D framework
of ecological adaptive cycle in building a landscape e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 index system
with the help of GIS spatial analysis method. Different scenarios were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ordered weighted averaging (OWA) algorithm in the risk assessm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among the three scenarios, the concrete value of landscape ecological risk showed a similar
distribution trend that the Dapeng Peninsula had the lowest landscape ecological risk in
Shenzhen city; Yangtai Mountain and Bijiashan Park showed relatively low risks in the city
area, even though the risks in each scenario were specifically different. This indicated that the
choice of the specific threshold in "development" or "protection" largely depended on the city
development strategy created by decision makers under current cognition. The emphasis of
scenario tradeoff was extracting the risk and uncertainty interval rather than an optimal value.
The development or protection methods through each of the specific planning objectives would
be the ultimate goal of the e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 at a regional scale. The evaluation in this
study improved the landscape e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 indices and methods based on the
adaptive cycle concept, which reflected the spatiotemporal dynamics and exposure disturbed by
human interference. Furthermore, the preference transform in OWA method reduced the
uncertainty caused by the subjective risk assessment, which could improve the theoretical basis
as well as maneuverability in urban planning. This study not only extended the landscape
e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 to spatial- temporal integration perspective, but also made a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e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 of landscape indicator system.
Therefore,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could offer a powerful quantitative support for landscape
development and protective measures effectively, such as city construction and demarcation of
ecological control line.
Keywords: urban landscape EcoRA; adaptive cycle; ordered weighted averaging; exploitation
and protection; Shenzhen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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